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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能源贫困效应

——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实证证据

周传玉 1 刘军 2

（1.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

京 100871）

摘要：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抓手，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是否会削弱能源

可及性与能源公平，进而加剧区域性能源贫困？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

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6—2022年中国 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

法，系统识别了该政策对城市能源贫困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显著

加剧了城市能源贫困，但呈现先加剧后缓解的动态演变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源型城市、

高制造业城市和低财政能力城市承受更大的短期冲击，而高绿色创新能力城市率先进入政策

“红利期”。机制分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与高耗能产业就业挤出带来短期负向冲击，技术进

步驱动的效率改善与清洁能源供给优化带来中长期正向效应。本文为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

能源公平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推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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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靳玮等，2022）。在此背景下，

以低碳城市试点等为代表的能源转型政策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推进，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已然展开（何可等，2023；张兵兵等，2024）。然而，能源转型在驱动环境改善的同时，是否

会对能源可及性与能源公平产生负面冲击？这一问题既关乎居民基本生活福祉，也关系到“双

碳”目标与共同富裕战略能否协同推进。从国际经验看，能源转型的成本与收益在不同地区、

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往往并不均衡：清洁能源的推广可能抬高用能成本，高耗能产业的退出可

能引致结构性失业，而这些负面冲击更多由弱势群体承担（Albulut, 2026）。上述风险实质上

指向一个长期存在但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概念——能源贫困。

能源贫困通常指家庭或地区无法获得充足、可靠、可负担且清洁的现代能源服务（廖华等，

2015）。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全球仍有约 7.3亿人口无法获得电力供应，近 20亿人口依赖传

统生物质能源进行烹饪和取暖。尽管中国已实现了全面通电和脱贫攻坚，但能源贫困问题并未

完全消除，而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部分地区居民面临能源支出负担过重、清洁能源可及

性较差、能源服务质量偏低等困境（林伯强和刘畅，2016；李世祥等，2020；Li等, 2025）。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传统化石能源逐步退出、清洁能源价格阶段性波动

以及高耗能产业重新布局，都可能对原本脆弱的能源贫困地区形成新的冲击。因此，系统评估

能源转型政策的分配效应，厘清其能源贫困的内在机制，对于统筹推进绿色发展与公平正义、

实现“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的协同共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关于能源贫困的测度与影响因素。早期研究多

采用能源支出占比法测度能源贫困（Foster等, 2000），后续相继发展出能源支出调整法、多

维贫困指数法等（Sadath和 Acharya, 2017）。影响因素方面，收入水平、能源价格、住房条件

等被认为是决定能源贫困的关键变量（Sokolowski等, 2020）。上述测度方法和影响因素在中

国情境下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实证检验与讨论（杨丹等，2022刘自敏等，2023；杨红燕等，

2025）。第二，关于环境政策的经济社会效应。大量研究关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Chen等,

2025）、绿色发展（徐盈之和魏瑞，2021；Sun和 Zhou，2024）、企业创新（杜龙政等，2019；

Sun等, 2023）、就业结构（丁恒等，2025）、家庭健康（刘自敏等，2025）的影响，但很少

关注环境政策在能源贫困方面的分配效应。第三，关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评估。已有研究发

现，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郭沛和梁栋，2022）、促进绿色转型（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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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吴玉鸣，2024）、优化产业结构（宋洋和张玥，2025）、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沙文兵和彭

徐彬，2023），但对其能源公平效应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研究视角上，多数文献聚焦于环境政策的效

率维度，而对其公平维度，特别是对能源贫困这一关键民生指标的影响关注甚少，能源转型与

能源贫困尚未被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第二，在因果识别上，受限于数据与方法，现有研究多

采用相关性分析或传统面板模型，难以有效应对高维混杂因素和模型设定偏误带来的内生性挑

战，因果推断的可信度有待提升。第三，在机制探索上，能源转型影响能源贫困的微观传导路

径尚不清晰，尤其是短期负向冲击与长期正向效应之间的动态演进规律，缺乏深入的理论阐释

与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否加剧了城市能源

贫困？其动态演变规律如何？通过哪些渠道发挥作用？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6—2022年中国 277个地级市的面板

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 DML）方法，系统识别能源转型政策对

城市能源贫困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将能源转型政策与城市能源

贫困的因果关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不仅关注平均效应，也强调能源公平维度的分配含义，从

而为理解二者的关系提供更具体的经验证据。第二，在识别策略上，与 Song等（2024）以相

关分析为主的研究不同，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并结合 DML方法，在控

制高维混杂因素的同时增强因果识别的稳健性。第三，在机制分析上，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局

限于单一渠道的不足，系统构建了成本传导、就业挤出、效率改善与供给优化四维分析框架，

并揭示其时间非对称演化特征，从而深化了对能源转型分配效应的理解。

2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2.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演进历程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始于 2010年，历经三批次的渐进式扩展，逐步形成覆盖全国的试

点体系（王锋和葛星，2022）。从政策内容来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包含目标约束、能源

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等核心举措（张兵兵等，2024；张希良等，2022）。这些政策在推动

绿色转型的同时，可能通过多重渠道对城市能源贫困状况产生复杂影响。已有研究证实，低碳

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郭沛和梁栋，2022），但这种减排效果是否以牺

牲部分居民的能源福利为代价，目前仍缺乏直接的实证检验。

2.2能源贫困的测度框架

在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之前，需要明确本文对城市能源贫困综合指数的概念界定与测度逻辑。

不同于家庭层面的微观测度，城市层面的能源贫困并非单纯反映个体福利状态，而是反映在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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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源系统与制度环境下，城市居民整体获取、支付与使用能源服务的约束程度。因此，其本

质上是居民能源福利状态与城市能源系统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Song等, 2024）。从概念内涵

来看，能源贫困不仅体现为能源获取的不足，还体现在能源使用的经济约束与质量差异上，可

归纳为是否能够获得、是否负担得起以及能源服务质量是否达标三个核心问题，对应能源可及

性、能源可负担性与能源清洁性三个基本维度（杨红燕等，2025）。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

强调，各维度指标的选取并非简单刻画能源系统特征，而是服务于对居民能源福利约束的间接

识别。

具体而言：第一，能源可及性反映城市居民获得现代能源服务的便利程度，是衡量是否充

足获得的核心维度。本文采用电力普及率、燃气普及率和集中供热覆盖率等指标进行测度。上

述指标虽然来源于城市能源基础设施，但其本质上刻画的是居民是否具备接入现代能源服务的

基本条件，因而能够有效反映能源获取约束（Acheampong等, 2021；程丹蕾等，2025）。

第二，能源可负担性反映城市居民承担能源支出的经济压力，是衡量是否可负担的核心维

度。本文以居民能源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核心指标，并辅以能源价格指数加以刻画。需

要说明，能源价格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能源贫困，但其通过影响能源支出负担，对居民福利形

成约束，因此可视为能源可负担性的重要外生表征变量（李凡略和何可，2026）。在综合指数

构建中，该指标用于刻画现实约束，而在机制分析中则用于识别成本传导路径，两者在功能上

存在区分。

第三，能源清洁性反映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及其服务质量，是衡量能源使用质量的重要

维度。本文采用清洁能源消费占比与煤炭消费强度进行测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指标虽然

在形式上属于能源结构特征，但它们实质上会影响居民用能过程中的健康风险与能源使用效率，

并通过污染暴露程度和能源效率差异，间接作用于居民的福利水平（王维国等，2024）。

在上述三个维度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权，进而构建城市能源贫困综合指

数。该指数取值越大，意味着城市的能源贫困程度越深。这一测度思路与已有研究保持一致

（杨红燕等，2025），同时通过对各指标内涵的进一步明确，厘清了每个指标与能源贫困概念

之间的对应关系。

2.3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能源转型政策对城市能源贫困的影响并非单一方向，而是通过多重渠道产生复杂的动态影

响（黄曼丽和陶伟，2026）。从理论层面看，能源转型本质上是一种以环境约束为导向的资源

再配置过程，其通过改变能源价格体系、产业结构以及技术路径，对居民能源福利产生综合影

响（杨宇等，2024）。本文构建如下理论分析框架，将能源转型的贫困效应分解为四条传导路

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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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一：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传导渠道（短期负向效应）。能源转型政策推动能源价格上

涨，从而加剧短期能源贫困。低碳试点政策要求城市压缩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短期内造

成传统能源供给收缩；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成本、储能成本和调峰成本均高于传统能

源，导致清洁能源溢价难以在短期内传导（林美顺，2017）。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增加了居民

的能源支出负担，在收入水平和节能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能源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

升，能源可负担性下降，能源贫困指数随之恶化（傅佳莎等，2022）。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

能源支出的价格弹性较小，能源服务具有高度刚性需求特征，价格上涨的冲击更为严重，这意

味着能源转型的成本传导渠道具有显著的累退性分配效应（Flues和 van Dender, 2017）。基于

此，能源价格上涨构成了能源转型加剧能源贫困的第一条短期负向传导路径。

渠道二：高耗能产业退出的就业挤出渠道（短期负向效应）。低碳试点政策通过限制高耗

能产业的发展加剧短期就业冲击，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和能源支付能力。已有研究证实，环境规

制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受管制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引发结构性失业（Walker，2013）。在试点

城市中，煤炭开采、钢铁冶炼、水泥生产等高耗能行业作为碳排放管控的重点对象，面临更严

格的产能限制和退出压力，从业人员的就业和收入稳定性受到冲击（吴鹏等，2024）。劳动收

入的下降使受影响家庭的能源支付能力降低，进一步削弱能源可负担性（Carley和 Konisky,

2020）。这一就业挤出渠道在就业结构单一、对高耗能产业依赖程度高的资源型城市中表现尤

为突出。由此，就业挤出构成了能源转型加剧能源贫困的第二条短期负向传导路径。综合渠道

一与渠道二，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a（短期负向效应假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实施初期，通过能源价格上涨和高

耗能产业就业挤出两条渠道，显著加剧城市能源贫困。

渠道三：技术进步驱动的效率改善渠道（中长期正向效应）。能源转型政策能够倒逼技术

创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从而在中长期形成降低能源贫困的正向效应。波特假说（Porter和

van der Linde，1995）认为，设计得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行为，促使其

开发更高效的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低碳试点政策恰好为城市能源技术创新提供了这样的

制度激励：一方面，碳排放约束迫使企业加大节能技术改造投入，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刘

自敏等，2020）；另一方面，政府的绿色采购与补贴政策有助于降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

广成本（Acemoglu等，2012；Liu等，2025）。当能源效率提升后，居民在获得同等能源服务

的前提下所消耗的能源量减少，相应的用能支出也会下降，居民的能源负担得以减轻，能源贫

困风险随之降低（杨丹等，2022）。当然，这一技术效应不会立刻显现，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积累，因此主要体现为中长期的正向作用。

渠道四：清洁能源供给优化的可及性改善渠道（长期正向效应）。能源转型政策还可以通

过扩大清洁能源供给规模、降低清洁能源的接入成本，在长期内提升城市居民的能源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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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持续扩张，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度电成本已经大幅下降，平

价上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清洁能源在部分地区具备了与传统能源竞争的经济优势（Way 等，

2022）。低碳试点城市在政策支持下率先推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既提高了电网对清洁电力的

接纳能力，也推动了天然气管网向农村和中小城市延伸，从而扩大了清洁能源的服务覆盖范围

（Bridge等，2018）。与此同时，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清洁能源补贴以及“煤改气”“煤改电”

等工程，有效降低了能源转型的接入门槛，改善了边缘群体的能源可及性和用能清洁性，进而

在长期产生系统性的减贫效果（刘泓汛等，2024）。综合上述两条渠道，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b（中长期正向效应假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在实施中后期，通过技术进步驱动

的效率改善和清洁能源供给优化两条渠道，逐步缓解并最终降低城市能源贫困。

3研究设计

3.1双重机器学习方法

3.1.1方法选择的依据

传统政策评估方法在应对本文研究情境时面临两重挑战。其一，高维混杂因素问题。城市

能源贫困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特征、自然禀赋、基础设施条件等大量因素的共

同影响，若仅依赖研究者主观筛选的少数控制变量，不可避免地面临遗漏变量偏误。其二，模

型设定偏误问题。传统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要求研究者事先正确

设定控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函数形式，一旦设定错误，估计量将产生系统性偏误（Angrist

和 Pischke，2010）。

DML方法由 Chernozhukov等（2018）提出，为上述挑战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本文的

因果识别基础本质上仍来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框架，即利用政策冲击的外生性以

及平行趋势假设进行因果推断。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在此框架中的作用并非替代因果识别，而是

在给定政策冲击的前提下，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更灵活地处理高维协变量与结果变量、处理变量

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缓解传统参数模型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和函数形式设定偏误，提高

估计精度。换言之，准自然实验框架提供了识别的外生性基础，而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增强了对

混杂因素的控制能力。

3.1.2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部分线性模型作为基准框架，其一般形式为：

0 0( )it it it itEP LCCP g X    (1)

0 ( )it it itLCCP m X   (2)

其中，i为城市，t为年份，EP为能源贫困综合指数，LCCP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X为包含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特征的高维协变量向量；g0和 m0为待估的未知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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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函数， 0 为待估的平均处理效应，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 it 和 it 为随机误差项。在

渐进式试点背景下，本文将 0 理解为各批次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反映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

能源贫困的平均影响。动态效应分析则通过事件研究法揭示不同政策实施时点的异质性处理效

应。

3.1.3与传统 DID方法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当协变量维度较低、函数形式设定正确时，DML方法与传统双重差分估

计量在渐近意义下等价。因此，DML可以视为传统 DID的一般化，它在保留准自然实验设计

的外生性识别优势的同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处理高维混杂，使政策评估更加稳健。本文将同

时报告传统 DID估计结果与 DML估计结果，二者的比较有助于评估遗漏变量和模型设定偏误

的严重程度。

3.2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6—2022年中国 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样本起始年份选为 2006

年，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第一批低碳试点政策（2010年）实施前有足够长的基准期；另一方面

受制于部分能源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样本终止年份为 2022年，可覆盖第三批试点政策（2017

年）实施后约 5年的效应积累期。剔除西藏自治区（能源数据缺失严重）和直辖市（政策特殊

性强），以及因行政区划调整导致数据不连续的地级市后，最终获得有效城市样本 277个，其

中，处理组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共 74个，对照组城市（非试点城市）共 203个。

各类数据的具体来源如下：第一，能源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

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主要获取城市层面的电力消费量、天然气普及率、集中供热面积

和居民能源支出等数据。对于部分年份的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具体而言，对于连续

缺失不超过 3年的指标（如个别城市的燃气普及率），采用线性插值；对于非连续或孤立缺失

值，采用临近年份均值填补。第二，城市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涵盖 GDP、工业产值、财政收入支出、人口、就业、固定资产投资等

指标。第三，政策数据：低碳城市试点名单及试点批次时间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历年发布的

相关通知（2010年、2012年和 2017年），由作者手工整理。第四，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的 DMSP/OLS（2006—2013年）和 NPP/VIIRS（2012—2022年）

夜间灯光数据集，经过辐射校正和跨传感器一致性处理后用于构建城市经济活动代理变量，并

作为城市能源贫困测度的辅助指标（Henderson等，2012）。第五，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

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检索各城市绿色专利的申请量，用于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3.3变量测度

3.3.1被解释变量：城市能源贫困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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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能源可及性、能源可负担性和能源清洁性三个维度构建城市能源贫困综合指数。具

体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城市能源贫困综合指数指标体系

Table 1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of Urban Energy Poverty

一级维度 二级指标 测度方式 方向

能源可及性 电力普及率 城市用电人口/总人口（%） 负向

能源可及性 燃气普及率 城市燃气用户/总户数（%） 负向

能源可及性 集中供热覆盖率 集中供热面积/建成区面积（%） 负向

能源可负担性 居民能源支出比 居民能源支出/可支配收入（%） 正向

能源可负担性 能源价格指数 以 2006年为基期的居民能源价格指数 正向

能源清洁性 清洁能源消费比 清洁能源消费/终端能源消费（%） 负向

能源清洁性 煤炭消费强度 煤炭消费量/GDP（吨/万元） 正向

注：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能源贫困程度越深，负向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能源贫困程度越轻，均经过正向

化处理后合成综合指数。

各指标权重通过熵权法确定，以避免主观赋权带来的任意性（孙燕铭和周传玉，2022）。

合成公式为：

1

J

it j ijt
j

EP w x


  (3)

其中，i为城市，j为指标，t为年份，EP为能源贫困综合指数， w为熵权法确定的权重，

EP数值越大表明能源贫困程度越深。权重计算基于各指标在时间-城市维度上的信息熵，信息

熵越大表示指标离散程度越低、权重越小，从而客观反映各维度在综合指数中的贡献度。

3.3.2核心解释变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参照现有研究（王锋和葛星，2022），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设定为渐进性双重差分框

架下的处理变量：对于第一批试点城市，在 2010年及此后取 1，否则取 0；对于第二批试点城

市，在 2012年及此后取 1，否则取 0；对于第三批试点城市，在 2017年及此后取 1，否则取 0；

非试点城市始终取 0。

3.3.3高维控制变量

为全面捕捉城市能源贫困的混杂因素，本文构建了涵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人口特征、

财政能力、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基础设施、自然禀赋等 8个类别、共计 21个指标的高维控

制变量体系，其中主要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对数、第二产业占比、城镇化率等。

3.3.4机制变量

为检验四条传导渠道，本文构建以下机制变量：（1）能源价格水平：居民用电价格指数

和燃气价格指数的综合，反映能源要素价格变化通过成本渠道对高耗能企业产生的传导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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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耗能产业就业比重：高耗能行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反映能源转型

与低碳规制对高碳部门就业的挤出渠道；（3）能源强度：万元 GDP能耗（吨标准煤/万元），

衡量能源效率水平，数值下降反映效率改善渠道的激活；（4）清洁能源占比：城市清洁能源

消费占终端能源消费的比重，反映供给优化渠道。

3.3.5描述性统计

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能源贫困指数 4543 0.412 0.187 0.031 0.896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4543 0.237 0.425 0 1

人均 GDP对数 4543 10.41 0.692 8.304 12.63

第二产业占比 4543 0.476 0.118 0.162 0.791

城镇化率 4543 0.512 0.163 0.201 0.897

能源价格水平 4543 1.247 0.183 1 1.786

高耗能产业就业比重 4543 0.284 0.137 0.042 0.687

能源强度 4543 1.384 0.823 0.127 6.847

清洁能源占比 4543 0.183 0.142 0.012 0.763

4实证结果分析

4.1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报告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能源贫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为直观呈现不同方法

的估计差异，本文依次汇报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Two-Way Fixed Effects, TWFE）、传统双重差分估计（DID）以及三种双重机器学

习估计的结果：DML-套索回归、DML-随机森林以及 DML-集成方法。

表 3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1)

OLS

(2)

TWFE

(3)

DID

(4)

DML-套索回

归

(5)

DML-随机森

林

(6)

DML-集成方

法

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

0.063*** 0.041*** 0.035** 0.022** 0.019* 0.021**

(0.011) (0.012) (0.014) (0.010) (0.011) (0.010)

人均 GDP对

数

-0.087***

(0.018)

-0.071***

(0.019)

-0.068***

(0.02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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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占

比

0.124***

(0.031)

0.098**

(0.038)

0.093**

(0.040)

— — —

城镇化率 -0.143*** -0.116*** -0.112*** — — —

(0.027) (0.031) (0.033)

其余控制变

量

是 是 是 机器学习自

动选择

机器学习自

动选择

机器学习自

动选择

城市固定效

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

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543 4543 4543 4543 4543 4543

R² 0.382 0.651 0.663 — — —

样本外预测

R²

— — — 0.743 0.812 0.829

注：括号内为经城市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下

表同。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确实使城市能源贫困程度显著

上升。列（6）基于 DML-集成方法的全样本估计显示，该政策使能源贫困综合指数平均提高

了 0.021个单位，且在 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着在 2006—2022年的样本观察期内，低

碳试点政策的净效应更偏向于加剧能源贫困，这与假说 1中“短期负向效应在样本期内占主导”

的预期是一致的。

第二，双重机器学习方法能够有效纠正传统估计方法带来的偏误。对比不同方法的估计系

数可以看到，OLS的估计值明显高于 TWFE、DID和 DML-集成方法，差距甚至达到三倍左右。

这种逐次递减的收敛模式背后有其逻辑：从 OLS到 TWFE，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吸

收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和共同的时间趋势，从而减轻了部分遗漏变量问题；从 TWFE

到 DID，对时间趋势的更灵活控制进一步降低了偏误；从 DID到 DML，高维协变量经由机器

学习算法处理，剩余的模型设定偏误和遗漏变量偏误也被进一步消除。传统方法之所以估计值

偏高，说明如果不加以校正，单纯依赖常规模型可能会严重夸大低碳试点政策对能源贫困的负

面冲击。

第三，三种机器学习算法给出的估计结果彼此非常接近，说明结论并不依赖于具体算法的

选择。DML-套索回归、DML-随机森林和 DML-集成方法三种规格的系数差异很小。另外，样

本外预测 R²从套索回归的 0.743提高到集成方法的 0.829，表明集成方法在拟合协变量方面表

现最好。因此，本文主要选用 DML-集成方法的估计结果作为核心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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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动态效应分析

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以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前提，即在政策发生前处理组与控

制组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此前提进行检验。表 4报告了政策实施前

后各期动态效应系数的估计结果。政策实施前三期的系数均在统计上不显著，且数值接近于零，

无法拒绝平行趋势假设，支持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合理性。

动态效应结果呈现出先加剧后缓解的非线性特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政策冲击初期，政

策实施当年系数为正但不显著，第一年效应显著为正，表明低碳试点政策对能源贫困产生了初

步的负向冲击，这一阶段对应成本传导渠道的快速激活。能源贫困加剧期，效应在政策实施第

2年达到峰值，第 3年仍显著为正，反映出能源转型“阵痛期”的充分显现，就业挤出渠道在

此阶段与成本传导渠道共同发力。效应转折与能源贫困缓解期，第 4年效应系数降至不显著，

第 5年转为负值，第 6年效应显著为负，标志着政策进入“红利期”，效率改善渠道和供给优

化渠道开始充分显现，能源贫困在政策实施中后期得到显著缓解。

表 4动态效应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Dynamic Effect Coefficient

事件时间 τ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t统计量 显著性 置信区间下

界

置信区间上

界

τ = −4 −0.009 0.012 −0.75 — −0.033 0.015

τ = −3 0.006 0.011 0.55 — −0.016 0.028

τ = −2 −0.004 0.010 −0.40 — −0.024 0.016

τ = −1 — — — （参考期） — —

τ = 0 0.013 0.013 1.00 — −0.013 0.039

τ = +1 0.031 0.014 2.21 ** 0.003 0.059

τ = +2 0.063 0.016 3.94 *** 0.031 0.095

τ = +3 0.047 0.017 2.76 *** 0.013 0.081

τ = +4 0.018 0.019 0.95 — −0.020 0.056

τ = +5 −0.024 0.021 −1.14 — −0.066 0.018

τ = +6 −0.051 0.023 −2.22 ** −0.097 −0.005

注：以τ=−1为参考期，系数归一化为 0。

4.3稳健性检验

4.3.1替换变量

表 5报告了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同期政策及剔除特定样本后的估计结果。

各列均采用 DML-集成方法估计。其中，列（1）被解释变量为能源可负担性子指数（EP1）；

列（2）剔除能源价格指数和煤炭消费强度后重构综合指数；列（3）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政策

强度连续变量（试点城市累计试点年数）；列（4）剔除政策实施当年（t=0）样本；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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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期截至 2017年；列（6）同时控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新型城镇化试点、智慧城市试点三

个虚拟变量；列（7）剔除资源型城市。

表 5替换变量与样本调整

Table 5 Replacement of Variables and Sample Adjustment

(1)

替换

EP1

(2)

剔除重

叠指标

(3)

政策强

度

(4)

剔除政

策当年

(5)

仅保留

前两批

(6)

控制三类

同期政策

(7)

剔除

资源

型城

市

低碳

城市

试点

政策

0.018**

(0.009)

0.019**

(0.010)

0.017**

(0.008)

0.023**

(0.011)

0.026**

(0.012)

0.021*

(0.011)

0.016*

(0.010)

高维

控制

变量

自动选

择

自动选

择

自动选

择

自动选

择

自动选

择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城市

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

值
4543 4543 4543 4543 3324 4543 3127

样本

外预

测 R²

0.821 0.833 0.824 0.831 0.818 0.826 0.811

4.3.2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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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策实施时间人为提前 1-3年，重新估计 DML模型。具体而言，将各城市实际纳入试

点的时间分别提前 1年、2年、3年构造伪造的政策虚拟变量。表 6显示，伪造的政策冲击系

数均不显著且数值趋近于零。

表 6时间安慰剂检验结果

Table 6 Time Placebo Test Results

(1)

真实政策时间

(2)

提前 1年

(3)

提前 2年

(4)

提前 3年

低碳城市试点政

策

0.021**

(0.010)

0.009

(0.011)

0.006

(0.012)

-0.004

(0.012)

高维控制变量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543 4543 4543 4543

样本外预测 R² 0.829 0.831 0.828 0.830

4.3.3异质性稳健估计

为避免渐进式 DID 中传统 TWFE 估计量的负权重偏误，采用 Callaway 和 Sant’Anna

（2021）方法估计组-时间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表 7报告了各批次及聚合 ATT结果。三个批次的组-时间 ATT估计结果均呈现出与基

准结论一致的方向性，且第一批试点城市的效应幅度大于第二批和第三批，反映出先期试点城

市政策执行力度更强、能源转型节奏更快的特征。聚合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简单平均 0.023，

按组规模加权 0.022）与基准双重机器学习估计（0.021）高度接近。此外，前文动态效应分析

中政策实施 6年后显著为负的结论，在采用 Callaway-Sant’Anna方法排除负权重问题后依然稳

健。这表明基准结论中关于政策中后期能源贫困显著缓解的发现并非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中负

权重问题的产物，长期效应的稳健性得到进一步支持。

表 7异质性稳健估计结果

Table 7 Callaway Sant'Anna Heterogeneity Robust Estimation Results

处理组（批次） 处理时间 处理组城

市数

ATT估计值 标准误 显著性



14

第一批（g=2010） 2010年 6 0.031 (0.018) *

第二批（g=2012） 2012年 25 0.024 (0.014) *

第三批（g=2017） 2017年 43 0.014 (0.013) —

聚合 ATT（简单平均） — 74 0.023 (0.011) **

聚合 ATT（按组规模加权） — 74 0.022 (0.010) **

4.3.4倾向得分匹配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在 2009年匹配可观测特征相近的对照城市。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

准化偏差均显著缩小，通过了协变量平衡性检验（LR检验 p值均大于 0.10），满足共同支撑

假设。 表 8报告了不同匹配规格下的 DML估计结果，低碳城市试点系数在 0.019-0.024之间，

均显著为正，与基准结论一致。

表 8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Table 8 Estimation Results after PSM-DID Matching

(1)

1:1匹

配

(2)

1:2匹

配

(3)

1:3匹

配

(4)

核匹

配

(5)

半径

匹配

低碳城

市试点政策

0.024*

(0.013)

0.022*

(0.012)

0.020*

(0.011)

0.019*

(0.010)

0.023*

(0.012)

高维控

制变量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城市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52 3,828 4,688 4,543 3,971

样本外

预测 R²
0.816 0.822 0.827 0.831 0.820

4.3.5工具变量法

针对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误，构建历史碳强度（2005年）和地理风速历史均值两个工

具变量。表 9 报告了工具变量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Instrumental Variable - Two-Stage L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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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s， IV-2SLS）和工具变量 -双重机器学习（ Instrumental Variable - Double Machine

Learning，IV-DML）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的 F统计量为 23.47，超过 10的临界值，排

除弱工具变量问题。Sargan-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的 p值为 0.413，无法拒绝工具变量外生性假

设。工具变量估计结果（0.027—0.031）与基准 DML估计（0.021）方向一致，均在 5%水平上

显著。IV估计值略高于 DML估计，可能反映了工具变量识别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与平均处理

效应之间的差异，亦在合理预期范围内，不影响基准结论的定性判断。

表 9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

Table 9 Estimation Results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1)

第一阶段

(2)

IV-2SLS

(3)

IV-DML

(4)

基准 DML

被解释变量
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

能源贫困指

数
能源贫困指数 能源贫困指数

IV1（历史碳强度）
0.147***

(0.031)

IV2（地理风速）
0.089**

(0.037)

低碳城市试点
0.031**

(0.014)

0.027**

(0.013)

0.021**

(0.010)

高维控制变量 是 是 自动选择 自动选择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543 4543 4543 4543

R² /样本外 R² 0.624 0.673 0.815 0.829

F统计量 23.47***

Sargan-Hansen J (p) 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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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一步分析

5.1机制检验

本文采用递进式中介检验方法（Baron和 Kenny， 1986；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对四条

作用渠道逐一加以验证。机制检验框架如下：

0 1 2it it it i t itM LCCP X v          (4)

0 1 2 3it it it it i t itEP LCCP M X v            (5)

其中，i为城市，t为年份，M为机制变量，EP为能源贫困综合指数，LCCP为低碳城市

试点政策虚拟变量，X为包含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和基础设施特征的高维协变量向量； 0

和 0 为常数项， 1 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机制变量的因果效应， 2 为高维协变量对机制变

量的影响系数， 1 为在控制机制变量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能源贫困指数的直接效应， 2 为

机制变量对能源贫困指数的影响系数， 3 为高维协变量对能源贫困指数的影响系数； i 为城

市固定效应， tv 为年份固定效应， it 为随机误差项。

在中介效应判断中，若 1 和 2 均显著，则认为该渠道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加入机制变

量后 1 的显著性和数值变化反映了渠道的中介比例。为保证机制检验的因果一致性，方程（4）

和（5）均采用 DML方法估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机制检验旨在提供与理论预期一致的

相关证据，反映各渠道在政策效应传导中的重要性。机制变量本身也可能受到其他政策或经济

特征的共同影响，因此相关结果应理解为对传导渠道的间接证据，而非严格的因果中介推断。

表 10机制检验结果

Table 10 Mechanism Inspection Results

(1)

能源价格

水平

(2)

能源贫困

指数

(3)

高耗能产业

就业比重

(4)

能源贫困

指数

(5)

能源强度

(6)

能源贫困

指数

(7)

清洁能源

占比

(8)

能源贫困

指数

低碳城

市试点

政策

0.034*** 0.013 −0.028** 0.015* −0.041*** 0.009 0.037*** 0.014

(0.011) (0.010) (0.013) (0.009) (0.012) (0.011) (0.014) (0.011)

机制变

量

0.241*** 0.213*** 0.293*** −0.189***

(0.047) (0.051) (0.062) (0.043)

中介效

应比例

— 38.1% — 28.4% — 57.1% —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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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el检

验 z值

— 2.847*** — 2.413** — 3.127*** — 2.618***

观测值 4543 4543 4543 4543 4543 4543 4543 4543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四条传导渠道在时序上的非对称性是先加剧后缓解动态效应的主要成

因，与假说 1的理论预期高度吻合。短期负向效应方面，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传导渠道贡献了

38.1%的中介效应，与高耗能产业就业挤出渠道（28.4%）共同构成两条负向传导路径，二者

合计解释 66.5%的总效应，提供了支持能源转型“阵痛期”形成机制的间接证据。中长期正向

效应方面，技术进步驱动的效率改善渠道在政策实施 4年后贡献了 57.1%的中介效应，清洁能

源供给优化渠道贡献了 33.3%，两条正向渠道在长期形成“效率—供给”双轮驱动，合计解释

了长期净效应的 90.4%，为政策“红利期”的出现提供了实证支撑。负向渠道“先发快至”、

正向渠道“后发后至”的时序非对称性，从根本上解释了政策效应的动态演进规律。

5.2异质性分析

能源转型政策的贫困效应可能因城市特征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城市功能定位、产

业结构、区域分布、财政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五个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11。

表 11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 11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资源型

城市

非资

源型

城市

高制造

业城市

低制

造业

城市

东部

地区

中部地

区

西部地

区

高财

政能

力

低财政

能力

高绿

色创

新

低绿色创

新

低

碳

城

市

试

点

政

策

0.041***

(0.015)

0.011

(0.009)

0.052***

(0.018)

0.008

(0.008)

0.009

(0.012)

0.028**

(0.013)

0.035**

(0.014)

0.010

(0.011)

0.034***

(0.013)

-0.015

(0.014)

0.042***

(0.015)

高

维

控

制

变

量

自动选

择

自动

选择

自动选

择

自动

选择

自动

选择

自动选

择

自动选

择

自动

选择

自动选

择

自动

选择
自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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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

份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

测

值

1,416 3,127 1,892 2,651 1,543 1,562 1,438 1,876 2,667 1,472 3,071

样

本

外

预

测

R²

0.812 0.834 0.798 0.841 0.825 0.819 0.808 0.831 0.815 0.843 0.806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能源转型的贫困效应在不同类型城市之间差异明显。资源型城市和

高制造业城市承受了更大的冲击，其政策系数分别约为非资源型城市的四倍和低制造业城市的

六倍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就业挤出渠道的核心逻辑。从区域分布看，中西部城市的政

策系数显著为正，东部城市则不显著，呈现出“东低西高”的梯度特征，这与中西部地区承担

更多产业退出压力、经济多元化和财政调节能力相对较弱的现实基本吻合。财政能力也起到了

重要的缓冲作用，低财政能力城市的系数显著高于高财政能力城市，后者能够通过转移支付、

能源补贴和就业培训等手段部分对冲政策的负面冲击。此外，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决定城市

能否率先走出“阵痛期”的关键变量：高创新能力城市的系数已转为负值，表明它们更早进入

了政策“红利期”，而低创新能力城市仍处于负面冲击阶段，这一分化格局凸显了绿色创新能

力在能源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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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 2006—2022年中国 277个地级市的

面板数据，运用双重机器学习方法，系统识别了该政策对城市能源贫困的因果效应，主要结论

如下：

第一，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总体上使城市能源贫困程度显著上升，但其影响呈现先加剧后缓

解的非线性轨迹。基准估计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的初期，能源贫困明显加剧，峰值出现在第

二年；进入政策实施的中后期，效应逐渐由正转负，能源贫困得到显著缓解。这一发现表明，

能源转型的“阵痛期”效应在短期内占据主导，而长期减贫红利需要一定时间积累方能显现。

因此，理解能源转型与能源公平的关系，需要采取动态视角。

第二，能源转型政策的贫困效应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呈现资源依赖型城市负担更重、

创新驱动型城市率先跨越的两极分化格局。资源型城市、高制造业占比城市以及财政能力偏弱

的城市，承受了更大的短期负面冲击；而绿色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则更早进入了政策“红利

期”。这种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中国城市之间在绿色发展能力上的深层差距，也为制

定差异化的政策提供了关键的实证依据。

第三，机制检验进一步表明，四条传导渠道在时间上的先后发力次序，是政策效应先加剧

后缓解的主要成因。短期负面冲击主要来自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传导和高耗能产业的就业

挤出；中长期的正向效应则归因于技术进步带动的效率提升以及清洁能源供给的改善。负向渠

道“先发快至”，正向渠道“后发后至”，这种时序上的不对称性，从根本上解释了政策效应

动态演变的规律。

6.2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四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构建转型风险分级与精准补偿联动的动态能源扶贫机制。针对实证发现的城市分化

特征，建议建立基于实时监测的城市能源贫困预警体系，将城市类型、政策实施阶段纳入补偿

等级的动态评估标准。对于处于“阵痛期”且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城市，应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

付力度，设立专项基金，重点补贴低收入家庭的能源支出增量，有效减轻能源负担。同时，应

将城市能源贫困指数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减碳目标与能源公平目标的双约束激励

结构。

第二，差异化推进能源转型节奏，为脆弱型城市设置缓冲过渡期。针对资源型城市、高制

造业城市和财政能力薄弱城市在异质性分析中承受更大冲击的发现，建议在国家低碳城市试点

政策框架下引入差异化达峰路径机制：对发展基础薄弱、转型压力较大的城市，给予适当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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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达峰过渡期，并提供专项绿色转型产业基金支持。同时，应为高耗能产业从业人员提供就

业帮扶，包括绿色技能再培训补贴、新能源产业岗位优先推荐和创业支持。

第三，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机制，加速能源转型“红利期”的到来。针对高创新能力

城市已率先进入“红利期”的发现，建议从以下三条路径推动：一是建立跨城市绿色技术转让

激励机制，对向欠发达城市转让节能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将绿色专利许可和技术共

享纳入国家能源转型试点政策的考核指标，引导高创新能力城市承担区域技术带动责任；三是

设立面向中小城市的绿色技术应用示范中心，降低基层企业采纳先进节能技术的学习成本和交

易成本，推动效率改善渠道在更广范围内提前激活。

第四，加快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向欠发达地区延伸，以供给侧改革根治能源贫困。针对供给

优化渠道的长期正向效应，建议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加快推进“双碳”目标约束下的农

村电网和天然气管网扩容升级，将清洁能源接入率纳入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指标；

二是建立差异化的清洁能源上网电价补贴机制，推动分布式光伏、小型风电等就地化清洁能源

在偏远地区的规模化应用；三是深化居民用能价格改革，建立基于收入水平的阶梯式清洁能源

补贴制度，使价格信号的节能激励功能与低收入群体的保护性补贴相互兼容，从根本上实现

“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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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ergy Poverty Effect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under the “Dual Carbon” Goals: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ZHOU Chuanyu1, LIU Jun2*

1. School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ill the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as an important lever for promoting energy

transformation, weaken energy 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while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thereby

exacerbating regional energy poverty?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article regards the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277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2, a dua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is used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e policy on urban energy povert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d urban energy poverty overall, but have shown a dynamic trend of first

exacerbating and then alleviating i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resource-based cities, high

manufacturing cities, and low fiscal capacity cities bear greater short-term impacts, while high green

innovation capacity cities are the first to enter the policy "dividend perio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ise in energy prices and the crowding out of high energy consuming industries bring

short-term negative impacts, while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lean energy supply bring medium - to long-term positive effects. This article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 evaluate the energy equity effects of low-carbon city pilot policies,

which will help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energy poverty; energy transition; low-carbon city pilot; double machine learning;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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